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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渔业资源增殖放流作为国内外水生生物资源养护领域普遍采用的一种做法, 其在提升增殖种类资源量的同时, 也会给野生资源种类和增殖水域生态系统健康带来诸多生态风险。现阶段, 系统评价增殖放流的生态风险、实施有效的生态风险防控已成为构建负责任增殖放流模式的必然要求。本文从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3个层面系统评述国内外渔业资源增殖放流生态风险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 阐述相应的生态风险防控措施, 以期为我国渔业资源增殖放流的生态风险防控工作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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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资源增殖放流作为一项通过向自然水域投放鱼虾蟹贝类亲体、人工繁育苗种或经暂养的野生苗种来恢复渔业资源, 实现渔业可持续发展的管理手段, 为当前国内外在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和水域生态修复领域普遍采用[12]。大量实践表明, 一些增殖放流活动在修复衰退渔业资源种类、提升增殖水域渔业产出能力的同时, 也会给野生资源种类的种群结构、遗传多样性、健康状况以及增殖水域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带来诸多生态风险[36]。近年来, 伴随负责任渔业资源增殖放流理念的不断深入, 人们对增殖放流生态风险的关注程度不断加强。现阶段, 系统评估增殖放流活动的生态风险、实施有效的生态风险预警与防控已成为构建负责任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模式的必然要求, 亦是当今增殖放流研究领域的热点[78]。
目前, 人们对增殖放流生态风险的认知仍相对薄弱, 虽然有学者多次呼吁在制定增殖规划过程中应注重对增殖放流生态风险的防控[910], 但关于增殖放流对野生种群和生态系统稳定性影响的实例研究至今仍不多见; 国内对增殖放流生态风险的认知水平较“负责任增殖放流”理念的要求仍有一定差距, 实施有效的生态风险防控仍缺乏相应理论的指导[11]。鉴于此, 本文对渔业资源增殖放流生态风险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进行综合评述, 从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等多个层面系统阐述增殖放流对水生生态系统的胁迫机制; 同时, 尝试探究相应的生态风险防控措施, 以期丰富我国增殖放流生态风险研究领域的理论认知, 并为今后系统开展增殖放流生态风险评估与防控提供借鉴。

1  渔业资源增殖放流生态风险概述

1.1  增殖放流对增殖种类野生种群的影响

扩大增殖种类种群规模, 提升增殖水域的渔业产出能力是渔业资源增殖放流的一项重要目标。许多增殖放流工作在显现该功效的同时[1213], 也会给增殖种类的野生种群产生诸多负面影响。概而言之, 增殖放流对增殖种类野生种群的胁迫方式可大致分为以下3种类型: 一是增殖群体通过与野生种群间的生态竞争, 影响野生种群的种群规模; 二是通过与野生种群杂交影响其遗传多样性和生态适合度; 三是通过疫病传播影响野生种群的健康状况。
1.1.1  种群规模  增殖放流可对增殖种类野生种群的种群规模产生显著影响, 其影响方式及程度主要与增殖水域野生种群的资源密度和增殖苗种的放流规模有关[1415]。当野生种群资源密度较高或接近增殖水域对该种类的最大容纳量时, 大规模的增殖放流会使野生种群显现负密度依赖效应, 即随着种群密度的增加, 个体生长开始受到可获得性资源比率的限制, 种内竞争逐渐激烈, 进而影响其存活、生长和繁殖投入[14]。Li等[16]研究发现, 在明尼苏达州境内有大眼梭鲈(Stizostedion vitreum)野生种群栖息的湖泊中开展大眼梭鲈增殖放流, 不仅没能显著提升增殖水域大眼梭鲈的资源量, 反而在增殖群体的竞争下, 野生群体的平均体重呈现明显减小的趋势。Levin等[17]研究发现, 在海洋初级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气候异常年份, 如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时, 大规模放流大鳞大麻哈鱼(Oncorhynchus tshawytscha)人工繁育苗种不仅不利于美国蛇河流域大鳞大麻哈鱼野生资源群体的恢复, 还会给其带来诸多不利影响。由于该时段增殖水域的饵料供给明显不足, 大规模放流人工繁育苗种, 必将引发增殖群体同野生种群间的饵料竞争, 大幅降低野生资源群体的摄食成功率和存活率, 进而加速该种类野生资源群体的衰退速度。
当野生种群规模较小、种群密度过低时, 开展规模化增殖放流可能有助于提升该种群的种群规模。经典的密度依赖理论认为, 资源密度较低的种群通常会呈现正密度依赖效应, 即存活率和繁殖率会随着种群密度减小而降低; 随着种群密度增加而提高[15]。依据该理论, 增殖放流可成为修复濒危资源种类的一种良好的备选措施。
1.1.2  遗传多样性　合理的种群遗传结构是保持种群稳定性的必要条件。大量的研究表明, 增殖放流已成为渔业生物遗传多样性保护工作的重要胁迫因素[1819]。增殖放流对增殖种类野生种群遗传多样性的胁迫方式主要包括以下2种类型: 一是增殖群体通过与野生种群的种间竞争, 降低野生种群的种群规模, 进而降低其遗传多样性水平[20]; 二是增殖群体通过与野生种群的遗传交流, 对其进行基因渗入, 影响其遗传结构[19]。

基因渗入是增殖群体影响野生种群遗传多样性的主要方式。一般而言, 人工繁育苗种与野生种群间多存在明显的遗传差异, 其遗传结构通常无法准确、全面反映野生种群的遗传背景。增殖群体与野生种群若存在生殖交流, 野生种群的遗传结构及多样性特征将受到显著的负面影响。首先, 如若增殖苗种的亲体与增殖水域的野生种群缘自不同水域, 或隶属不同种群, 两者遗传结构会存在显著差异。在此情况下, 增殖群体与野生群体的杂交会使野生种群面临远交衰退, 致使野生个体表达地方适应性的基因组受到影响, 进而降低其在增殖水域的生态适合度[21]。其次, 即便增殖苗种的亲体缘自增殖水域, 受以下两个因素的影响其遗传结构通常也会有别于野生种群。其一, 用以繁育增殖苗种的亲本数量通常较少, 繁殖群体易发近交衰退, 致使其后代的遗传多样性无法完全反映野生种群的遗传背景, 生态适应能力明显降低[22]; 其二, 在自然选择压力较为松弛的人工养殖环境中, 增殖苗种易发有害基因突变, 不利于其在自然水体中存活和发育[23]。有学者利用等位酶分析技术研究发现: 在近交衰退和基因突变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人工繁育的大西洋鲑(Salmo salar)个体较其野生个体的遗传多样性可降低20%~30%[2425]。若此类增殖苗种同野生种群存在生殖交流, 增殖群体向野生种群的基因渗入会显著影响野生种群的遗传结构。
就基因渗入的程度而言, 主要与增殖群体和野生种群生态适合度的差异水平以及两者的相对丰度密切相关。如若两者的生态适合度相近, 增殖群体向野生种群进行基因渗入的几率通常较大; 如若增殖群体的生态适合度过低, 仅在其相对丰度很大的情况下, 增殖群体方能向野生种群进行基因渗入[26]。就基因渗入对野生种群的影响方式分析, 基因渗入不仅可使野生种群遗传多样性降低, 应对外界环境扰动的能力减弱[27]; 亦可使原有的种群遗传结构空间格局消失, 呈现区域同质化, 野生个体对小生境的适应能力明显降低[28]。

1.1.3  生态适合度　生态适合度是对生物个体在特定生境中生存力和繁殖成功率的度量[29]。通常情况下, 人工繁育苗种受亲体来源和早期生存环境影响, 在自然生境中的适合度与野生种群存在一定差异。一方面, 人工繁育苗种进入自然水体后生存能力通常较弱, 主要表现为摄食成功率低、逃避敌害生物能力弱、可完成全部生活史的个体比重较小和繁殖补充能力较弱等[2930]; 另一方面, 人工繁育苗种的生活史节律性可能会有别于野生个体, 人工繁育苗种的生长速度通常较快, 性成熟提早, 生活史周期较短[3132]。现有研究表明, 这些差异主要由人工繁育个体和野生群体的遗传差异引起。因此, 人工繁育苗种在自然水体中表现出的较低的生态适应能力具有可遗传性, 具体表现为: 首先, 同为自然繁育的个体, 亲体缘自野生个体的较亲体为人工繁育个体的生态适应性更强[33]; 其次, 人工繁育个体的生态适合度的衰退程度可随人工繁育代数的增加而逐代累积, 即人工繁育世代数越多, 其子代在自然水体中的生态适合度越弱[34]。
鉴于人工繁育苗种与野生种群间存在可遗传的生态适合度差异, 两者若发生生殖交流, 人工繁育苗种通过向野生种群的基因渗入可能会给野生种群的生态适合度带来诸多负面影响。首先, 鉴于人工繁育苗种在自然水体中的生存能力较弱, 若其与野生个体发生生殖交流, 则可能显著降低野生个体成功完成整个生活史的几率, 进而影响增殖种类野生种群的种群稳定[35]。McGinnity等[36]研究不同大西洋鲑家系各生活史阶段的成活率时发现, 人工繁育的大西洋鲑幼体进入自然水体后的存活率极低, 仅为野生个体的2%; 野生大西洋鲑个体和人工繁育个体杂交后, 其子代个体的生存能力较亲体全为野生个体的野生苗种大幅减低, 子一代个体能够完成全部生活史的比例仅为野生个体的27%~42% [3637]。
其次, 大规模放流人工繁育苗种可对自然种群的繁殖补充能力产生显著负面影响[3840]。由于人工繁育苗种在自然水体中的繁殖补充能力明显偏弱, 其与野生种群杂交可能显著降低野生种群的繁殖补充能力。Araki等[34]研究发现, 人工繁育的虹鳟(Oncorhynchus mykiss)个体在自然水体中的繁殖能力会随其人工繁育世代数的增加而呈指数式降低, 每经1代人工繁育过程, 其繁殖能力降低约为37.5%; 野生虹鳟个体与人工繁育的子一代个体杂交后, 所得苗种性成熟后的繁殖能力会显著降低, 仅约为野生个体的52.1%。
再次, 大规模放流人工繁育苗种可能致使野生种群应对外界环境扰动的能力减弱。有研究表明, 全球气候变暖会使栖息在爱尔兰Burrishoole河流域的大西洋鲑冬季繁殖群体的繁殖时间提前, 由于此时繁殖水域的饵料条件不佳, 孵化后的幼体受发育早期饵料供给不足影响, 成活率会显著降低, 进而致使野生种群衰退[41]。在此背景下, 大规模放流人工繁育的大西洋鲑苗种, 待其性成熟后, 通过与野生个体杂交, 使其子代个体的受精卵的卵径变小, 早期胚胎发育可利用的营养物质进一步减少, 进而造成子代个体应对气候变暖的能力减弱, 早期死亡率进一步提高。故此,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 开展大规模增殖放流会使该流域大西洋鲑野生种群面临的资源衰退压力进一步增加[41]。
最后, 大规模放流人工繁育苗种可能改变野生种群的生活史节律。仍以爱尔兰Burrishoole河流域开展的大西洋鲑增殖放流为例, 其增殖苗种的亲本取自挪威境内, 该群体与增殖水域大西洋鲑野生群体的洄游节律存在显著差异, 前者幼体由孵化地点进入海洋2年后方可性成熟并洄游至孵化地点产卵育幼; 后者则仅需1年的海洋生活即可进行繁殖洄游。增殖苗种通过向野生个体进行的基因渗入, 已使部分大西洋鲑野生个体的洄游节律发生改变, 繁殖洄游时间推迟1年, 繁殖补充能力亦随之明显降低[41]。

1.1.4  健康状况  在人工养殖条件下, 受养殖密度过高和养殖水体污染等因素的影响, 养殖对象的患病概率通常会显著增高[42]。有关资料显示, 中国目前已发现包括病毒、细菌、寄生虫、霉菌等病原性和非生物因子引起的水产养殖病害100余种[43]。鉴于目前关于水产养殖种类病害的发病原因、病原、病理、流行病学及其防控技术已有大量文献报道, 本文不再赘述, 而侧重阐述增殖苗种向野生种群的疫病传播过程。
大量研究表明, 增殖群体向增殖水域野生种类进行疫病传播需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增殖群体携带可向野生种类传播的病原、病原在增殖水域中具有一定生存能力及密度、存在野生易感宿主[4445]。染病增殖苗种进入增殖水体后其密度大幅降低, 且生态适应性较差, 在自然水体中的存活时间较短, 致使其疫病传染能力明显减弱。鉴于此, 染病增殖苗种进入自然水域后并非必然引起野生种类致病。但在特殊水体中放流染病增殖苗种, 增殖水域中野生种类的染病概率会大幅提升。有研究表明, 在衰退生境中开展增殖放流更易引发疫病传播[46]。此外, 外来种引入可增加当地野生种类感染新病原的概率。外来种可能携带一些新型病原进入增殖水域, 由于增殖水域生物对其毫无免疫能力, 此类病原的引入将极大提高野生种类的染病概率。有研究发现, 在挪威海域放流缘自外地的大西洋鲑和虹鳟致使当地大西洋鲑野生资源群体分别感染大西洋鲑唇齿鳚三代虫(Gyrodac​tylus salaris)和杀鲑气单胞菌(Aermonas salmonic​ida)病原[47]。

1.2  增殖放流对增殖水域生物群落的影响

1.2.1  不同营养层次生物类群组成  

(1) 人工繁育苗种进入增殖水域后通常会同与其处于相同生态位的野生资源种类展开对食物、栖息地等生态要素的竞争, 并对野生资源种类的种群规模和生态习性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在竞争过程中, 同生态位的野生资源种类通常面临资源密度降低、空间分布格局改变甚至区域性灭绝的风险[5]。Townsend等[48]研究发现, 在新西兰河流生态系统中放流褐鳟(Salmo trutta)已迫使增殖水域与褐鳟同生态位的、洄游能力较弱的南乳科鱼类濒临区域性灭绝。但与此同时, 也有研究发现, 在特定情况下增殖种类亦可实现与同生态位野生种类的共存。两者是否能够共存主要取决于增殖水域的食物网结构特点以及野生种类生活史策略的可塑性强弱。在饵料生物供给充沛或野生资源种类具有较为宽泛的饵料食物来源的情况下, 两者存在较大的共存几率。Vander Zenden等[49]研究发现, 在湖泊生态系统中开展小黑口鲈(Micropterus dolomieu)和岩钝鲈(Ambloplites rupestris)增殖放流后, 与之同生态位的湖红点鲑(Salvelinus namaycush)野生种群的种群规模并未明显降低, 但其摄食习性却发生了显著变化, 饵料生物中的鱼类占比由62%降至22%, 营养级别随之由3.9降至3.3, 湖红点鲑通过摄食习性的调整, 避免了与增殖种类间的食物竞争, 进而实现与其共存。

(2) 高营养层次增殖种类可通过下行控制效应对低营养层次生物产生影响, 影响方式同增殖种类与特定生物类群的营养级差密切相关。通常情况下, 放流掠食性鱼类可降低浮游生物食性鱼类的种类数和丰度; 与此同时, 通过食物网进一步向下传递, 大粒径浮游动物和浮游植物的生物量会得以增加[50]。与之相反, 开展浮游生物食性鱼类增殖放流可大幅降低大粒径浮游动物的丰度, 增加小粒径浮游动物的生物量和物种丰富度[51]。

1.2.2  食物网结构  

(1) 增殖群体通过与增殖水域中不同营养层次生物的种间竞争, 调节各营养层次生物的相对丰度, 进而影响增殖水域的食物网结构。增殖放流对食物网结构的影响方式主要受增殖种类的营养层次以及增殖水域的食物网结构特点的影响。首先, 大规模放流高营养层次增殖苗种可能会使其饵料生物的相对丰度和物种多样性明显降低, 进而影响增殖水域食物网的稳定性。有研究表明, 在密歇根湖开展大麻哈鱼增殖放流已使湖区的食物网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 具体表现为: 湖中的浮游生物食性鱼类与掠食性鱼类的比例已由20世纪30年代的8︰1降至20世纪末的1.3︰1[52]; 高营层次鱼种的饵料生物种类数已由8种降至3种, 饵料生物功能群物种冗余性的降低给该水域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带来新的不确定因素[53]。
(2) 在初级生产旺盛的水域, 放流低营养层次生物可丰富增殖水域的物质循环途径。Arthur等[54]研究发现, 在东南亚湖泊中引入罗非鱼和鲤科鱼类, 并未对野生资源种类的物种多样性产生负面影响。与此同时, 增殖种类有效填补了增殖水域原有食物网中浮游植物食性鱼类相对缺失的短板, 丰富了食物网结构组成, 提升了该水域的渔业产出效率。

1.3  增殖放流对增殖水域生态系统的影响

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可通过改变增殖水域生物群落中不同功能群的配比组成, 调整原有食物网结构, 进而对增殖水域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产生影响。目前, 鉴于用以表征生态系统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的生态系统参数相对稀少, 关于增殖放流对增殖水域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影响的研究仍不甚完善, 现有研究主要围绕于增殖放流对生态系统的能流效率、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以及生态系统耐受性的影响方式等相关内容展开。首先, 增殖放流可影响增殖水域的能流效率。Huryn等[55]研究发现, 开展虹鳟增殖放流会改变增殖水域的食物网结构, 影响该水域初级生产者向高营养层次生物的能量转换效率。虹鳟放流个体进入增殖水域后可对低营养层次生物产生强烈的下行控制效应, 改变增殖水域原有的营养结构配比。受其影响, 增殖水域初级消费者丰度大幅降低, 其所直接利用的初级生产者的比重随之减少, 进而致使初级生产者-初级消费者的物质、能量转换效率由75%降至21%。其次, 增殖放流可影响增殖水域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Findlay等[56]研究发现, 在湖泊生态系统中长期开展顶级掠食者白斑狗鱼(Esox lucius)增殖放流, 会使湖泊中原先占据优势地位的浮游动物食性鱼类的丰度大幅降低, 通过其排泄物释放的磷营养盐的含量亦随之显著减少, 进而致使磷元素循环速率明显放缓; 受其影响, 浮游植物因营养盐限制, 丰度大幅降低。最后, 增殖放流可能会影响增殖水域生态系统的耐受性。生态系统的耐受性通常是指特定生态系统在受到环境扰动的情况下保持结构和功能稳定性的能力。目前虽有生态学家提出增殖放流可能会通过改变食物网结构和生态系统过程, 降低生态系统的耐受性能[57], 但至今鲜有关于增殖放流影响生态系统耐受性方面的实例研究报道。

2  渔业资源增殖放流生态风险的防控措施

历经百余年的探索与实践, 人们对于渔业资源增殖放流的功效与风险的认识已趋系统与完善。现阶段, 有效规避增殖放流的潜在生态风险已成为构建“负责任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模式的必然要求[7]。“负责任渔业资源增殖放流”的核心理念要求增殖放流目标定位不能仅局限于提升增殖种类的资源量, 还应确保野生资源群体的环境适应性、遗传资源多样性不会因为投放人工繁育苗种而发生退化和降低; 同时, 应充分考虑增殖水域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 注重其结构和功能的维持和稳定, 决不能以破坏增殖水域环境和原生自然生态系统平衡为代价, 片面追求增殖放流可能带来的渔业增产收益[8]。按照负责增殖放流理念的相关要求, 结合国内外增殖放流生态风险研究和防控领域的最新进展, 笔者认为, 应在增殖放流前期规划、中间实施和后续管理等多个技术环节入手, 努力构建增殖放流生态风险防控体系, 切实降低增殖放流的生态隐患。

2.1  科学制定重点增殖水域的增殖放流规划

筛选合适的增殖放流种类、建立合理的增殖放流目标和确定适量的增殖放流规模是进行增殖放流前期规划的基础内容, 同时也是开展增殖放流生态风险防控工作的重要环节。在适宜增殖种类的筛选过程中, 应摒弃唯经济价值论的惯性思维; 通过对增殖水域渔业资源和及其生态环境状况的系统评估, 综合考量各备选增殖种类的潜在增殖功效及其对增殖水域的负面影响, 进而确定增殖水域的适宜增殖种类。在评价确定各增殖种类适宜增殖规模时, 应立足于增殖水域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 通过构建生态系统能流模型, 分析生态系统的总体特征和营养相互关系, 在坚持不对增殖水域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产生负面影响原则的基础上, 探究各增殖种类的适宜增殖规模[5861]。与此同时, 在进行增殖规划的过程中, 应坚持规划工作的动态性和时效性原则。制定增殖放流规划不应是一种一劳永逸的静态行为, 应根据增殖水域的生态环境动态和前期增殖工作实际功效的反馈信息对其进行实时调整, 以降低生态风险, 切实提升后续增殖工作的生态功效。此外, 增殖放流工作还应引入退出机制, 如若发现前期增殖工作对增殖水域生态系统确存不可接受的负面影响, 应及时终止该增殖放流行为, 并采取其他相应的生态修复措施[78]。

2.2  开展增殖苗种遗传资源管理和健康状况管理

增殖苗种质量是决定增殖放流对增殖水域野生种类影响方式的重要因素。提高增殖苗种质量是进行增殖放流生态风险防控的一项重要措施。增殖苗种质量包括两个方面的范畴, 一是增殖苗种的遗传结构, 二是增殖苗种的健康状况。就遗传资源管理而言, 为确保增殖苗种具有合理的遗传结构, 苗种的人工繁育过程应注重以下2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 在育种过程中, 应依据增殖水域野生种群遗传结构特点, 确定亲本的遗传构成及数量配比, 以实现增殖苗种遗传结构最大化地贴合于野生种群的遗传背景; 同时, 还应选择合适的育种路线, 以有效控制近交衰退。其次, 增殖苗种应优先选用子一代个体。大量研究表明, 随人工繁育世代数的增加, 人工繁育苗种生态适合度的衰退程度将逐代累加。故此, 为降低增殖苗种对野生种类生态适合度的影响, 增殖放流苗种应尽量选用子一代个体[6264]。就增殖苗种健康管理而言, 应着力从苗种生产环节入手, 确保增殖苗种健康。鉴于染病增殖苗种一旦进入增殖水体, 很难通过后续的管理防控措施阻断病原的传播, 故此, 确保增殖苗种的健康成为实施增殖放流工作中疫病防控的最有效的途径。现阶段, 从食品安全角度出发, 水产养殖领域已建立一系列健康养殖标准。为降低因增殖苗种引入给野生资源群体带来新的疫病隐患, 我们应在此类标准的基础上, 参考野生群体病原携带状况, 融入新的苗种健康养殖条款, 以确保从源头降低由增殖放流引发的疫病风险[45]。

2.3  优化增殖放流策略

优化增殖放流策略不仅是提升增殖放流功效的必然要求, 也是进行增殖放流生态风险防控的重要途径。依据特定的增殖目标定位, 结合增殖水域野生资源种类的种群状况, 采取相应的增殖放流策略, 不仅可提升增殖放流功效, 亦可有效规避因增殖放流引发的生态风险。首先, 对于野生种群规模较大、经济价值较高的增殖种类, 其增殖目标通常定位于进一步提升该种类的渔业产出能力。在开展此类增殖放流工作时, 可采取相关措施, 使增殖群体和野生群体的生活史节律存有一定的时差, 此举不仅可以规避同生活史阶段的增殖苗种与野生个体间的相互竞争, 避免因负密度依赖效应引发的野生群体自然死亡系数的激增; 同时, 亦可大幅降低两个群体间基因交流的几率, 减少因增殖群体基因渗入对野生种群遗传多样性和生态适合度的负面影响[6466]。对于野生种群濒危, 增殖目标定位于资源修复的增殖种类, 应在其显现正密度依赖效应的关键时期(如产卵期)引入同生活史阶段的增殖群体, 此举可有效提升野生种类的繁殖补充能力, 进而促进濒危种类的资源恢复[15]。

2.4  构建增殖放流生态风险的适应性管理体系

为降低增殖放流带来的生态风险, 还应积极构建增殖放流生态风险的适应性管理体系。首先, 应构建融合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等多层面的生态风险评价体系, 并将其作为增殖放流功效评估的有机组成部分, 贯彻于增殖放流活动的始终。在增殖放流前期, 应根据增殖工作实际, 结合增殖水域生态环境特征, 开展增殖放流生态风险预评估, 同时确立增殖放流生态风险动态监测指标; 在增殖放流实施后, 针对性开展增殖放流生态风险动态监测, 综合评价增殖放流活动的生态功效及其相应风险, 并据此对增殖放流工作进行后续决策, 进而形成增殖放流生态风险预评估-生态风险动态监测和评价-后续增殖工作决策的适应性风险管理模式。

3  结语

中国有组织的水生生物资源增殖放流始于20世纪80年代。近30年来, 相关部门和科研机构着力于提高增殖苗种的成活率和回捕收益, 在优良增殖苗种的选育、增殖关键技术研发和增殖效果评估等相关研究领域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 切实提高了增殖苗种的成活率和回捕收益, 为中国增殖放流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6768]。但与此同时, 人们对于增殖放流工作所存生态风险的认知较为薄弱, 对增殖放流生态风险的认知水平较“负责任的增殖放流”的理念要求仍有一定差距。针对此现状, 笔者认为我们的渔业研究机构和管理部门应按照负责任增殖放流的相关理念, 自觉加强增殖放流生态风险防控意识, 努力从增殖放流活动的前期、中期和后期多个关键技术环节入手, 系统筛查并解决可能引发生态风险的相关要素与环节, 努力降低增殖放流活动的生态隐患, 最大化地实现增殖放流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三赢。

首先, 应进一步明确增殖目标, 优化增殖种类结构。应系统开展中国重点增殖水域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监测, 结合历史本底资料收集, 分析渔业资源衰退成因, 从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等多个层面明确增殖养护目标; 同时针对不同增殖水域的生态环境特点, 开展生态系统水平上的适宜增殖种类筛选, 评价适宜增殖种类的合理增殖规模, 从优化增殖种类结构入手降低潜在生态风险。其次, 应严把增殖放流苗种生产质量关, 降低由增殖苗种遗传结构和健康状况引发的生态隐患。对增殖放流苗种实施有效遗传资源管理和健康管理是实施负责任增殖放流的一项基本要求, 也是防控增殖放流生态风险的突出环节。我们应根据增殖种类野生群体的遗传结构特点和病原携带情况, 构建重点增殖种类的种质标准评价体系和疫病检验检疫体系。同时严把增殖苗种生产关, 努力从源头上降低增殖放流给野生资源种类带来的生态风险。最后, 应积极构建增殖放流生态风险实时监测评估系统, 实施增殖放流生态风险的适应性管理。我们应积极构建融合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等多层面的生态风险评价体系, 将增殖放流生态风险评估贯彻于增殖放流活动的始终; 同时依据生态风险实时监测反馈信息, 开展增殖放流生态风险的适应性管理, 以提高我们风险防控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致谢: 感谢匿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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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logical risk of stock enhancement and the measures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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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ock enhancement has been viewed worldwide as a positive fisheries management tool. A large numbers of evidences indicated that stock enhancement could amplify the abundance of target species, but it also might impose some risks on the receiving aquatic system. Nowadays, assessing and minimizing the risk associated with stock enhancement programs is the basic link to promoting responsible development of stock enhancement. In this paper, the risks of stock enhancement for the receiving aquatic system were reviewed around population, community and ecosystem levels, and the proposals on how to minimize the adverse impact of stock enhancement were listed. Hence, we expect this paper to be beneficial to the strategies development and risk management on stock enhance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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